内涵式还是外延式：高校科研育人效率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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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一流的科研支撑一流的教学是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诉求。为此，从将科研带入教学、将学生带入科研两个维度出发构建科研育人效率的投入指标，从培养质量、创新能力、科研志趣3个维度出发构建产出指标，借助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14－2018年我国68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育人效率展开测量，以科学、合理地评价科研育人效率，为高校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参考。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高校科研育人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先减后增趋势，但存在创新薄弱、规模无效的外延式表征，且校际差距较大，其中2015－2016年、2017－2018年呈现收敛特征；分地区而言，西部与东北部高校效率仍待进一步提高；分类型而言，不同类型高校科研育人效率差距不大，专业类高校仍有进步空间。由此，对高校科研育人内涵式发展提出建议：创新科教资源的利用方式，注重科研育人体制机制的创新；加强顶层设计，为科研育人营造良好环境；此外要注意因校制宜，展开错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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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ey approaches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e education through resear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werful n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Scientifically and accurately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education through research can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put variables from two dimensions of "bringing research into the classroom" and "involving undergraduates in research projects", and the output variabl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cultivation quality", "innovative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rest". With the help of the DEA-Malmquis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iciency of education through research in 68 Chinese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over the period 2014 to 2018. On average, the TFP shows a trend of first decreasing and then increasing, and there exist “extensive” features of weak innovations and ineffective scale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integration productivity in 2015-2016 and 2017-2018 shows a trend of "convergence". Further investigation suggests that universitie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should enhance their integration efficiency compared to those in other regions; specialist universities should enhance their integration efficiency compared to other kinds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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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人才为本。进一步深化科教融合，形成科研育人的长效机制，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2020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强调高校要充分发挥科研育人功能，又一次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审视了科研育人的关键地位。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内涵式发展，对科研育人效率的评价也应当被提上日程。科研与教学的融合是否符合结构协调、要素优化、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理念，换言之，大量的科教资源投入是否取得了理想产出，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迫切需要回答的命题[1]。科学地评价科研育人效率，以评价促发展，推动高校优化科研育人体制机制、增强创新型人才培养能力，对于高等教育质量革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1  科研育人的内涵与价值
自洪堡理念赋予大学科研的职能以来，对于大学使命的争论就未曾停歇，特别是当科研逐渐占据了大学教师的主要精力时，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就更是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议题。早在1959年，美国学者拉里（Leary）[2]即已肯定了科教间的积极关系，指出“最好的教师几乎毫无例外的是最好的研究者”。不过，也有学者对这种关系提出了质疑，如Hattie等[3]认为科研与教学是零相关甚至是负相关的，但更多的研究证实了科教之间存在互利共生的相关关系[4-5]【引用不规范。对支撑笔者观点的引文，引用应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随着时间的推移，纯粹的对科教关系的探讨已不再是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开始关注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如何在大学内部合理地处理科研与教学这两种活动，“科教融合着力育人”的理念应运而生。1998年，著名的“博耶报告”（《重构大学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蓝图》）提出，要重建本科教学，由那些既传递知识，又发现、创造、应用知识的人来教学生，明确了做中学和科研育人的基本思路【补著录来源文献】。进入21世纪，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与分析、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是高质量教学的关键[6]。而科研正是促进这类批判性思维与素养的重要途径[7]。已有大量文献描绘了科学研究对教学质量与学生培养的正向作用，例如能够提升学生在团队合作、问题处理、数据分析、文章写作、批判性思维等方面的能力，更好地促进他们理解正在学习的学科，更好地帮助他们规划职业道路等，科研育人已然成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基石[8-9]。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已十分深入。在理念上，科研育人强调培育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是高校必须承担的神圣使命[10]；在作用上，科研育人能够丰富大学生科研创新的人格内涵、促进大学生的能力水平[11]；但在实践中，科研育人却面临着种种困境，“重研轻教”现象不仅发生在研究型大学，甚至在教学型大学中都存在明显的重科研导向[12-13]。长此以往，将严重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从世界经济论坛[14]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中可见端倪，2019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却仅位列世界第57名。科研育人以激发学生创新精神、鼓励学生勇攀未来发展制高点为核心目标，对于提升我国的创新力与竞争力至关重要，应当成为高校办学的新常态[15]。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16]进一步深化科教融合、完善科研育人的体制机制，培养具备创新思维的高质量人才已是刻不容缓。在此进程中，科学合理地评价科研育人效率，引导高校优化科教资源配置，是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诉求。由于研究生教育本身已具备较为浓厚的科研色彩，因此，本研究以本科生教育为切入点，以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为样本，对我国高校的科研育人效率展开测量。
2  研究方法、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能够对多投入与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进行评估，在高等教育效率评价中脱颖而出。其中，可以通过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来考察高校科研育人效率的动态变化。关于Malmquist指数的原理与方法已有较多文献述及，这里不再赘述，仅就Malmquist指数的核心思想作简单介绍。Malmquist指数，又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它的分解式可以表示为：M=techch×effch=techch× pech×sech。其中：techch 代表相邻两个时期生产前沿面曲线变动所带来的技术进步；effch代表相邻两个时期追赶前沿生产函数水平的技术效率变动情况，它又可以分解为pech和sech，pech为规模和技术不变情况下的纯技术效率变动，sech为规模效率变动[17]。Malmquist指数可以用来衡量效率改变的大小，当指数的值等于1时，表示科研育人效率不变；大于1时，效率提高；小于1时，效率降低。本研究将借助DEAP2.1软件，对高校科研育人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测算。
2.2  科研育人及其指标体系
高校科研育人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将科研带入教学。这种方式依赖于高水平的学者将他们的研究经验带入课堂，并以此来丰富教学内容[18]。其中，提高师生比、聘用更多的高水平学者作为教师是促进此类科研育人的重要策略[19-20]。因此，选取教授授课比和生师比作为这一维度的投入指标。二是将学生带入科研。这种方式强调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科研过程中，为学生带来真实的科研体验[21-22]。为此，选取实践环节学分比、学生人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和本科生人均实验经费来衡量高校对此类科研育人的投入。如表1所示。
在产出指标上，科研育人的最终使命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科研素养，引导学生树立科研报国的崇高理想，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以论文为导向的评价方式反而会再次陷入“重科研、轻教学”的窠臼[23]。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要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淡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奖项数等数量指标。为此，本研究不以论文或专利数量来衡量本科生教育，而以培养质量作为其中的产出指标。此外，正如熊彼特【补著录文献】所言，创业是实现创新的过程。因此，选取本科毕业生创业人数为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除了创新能力外，科研育人还能激发学生的科研志趣[24]。因此，选取本科毕业生深造率来衡量科研育人的产出效益。有研究采用由深圳市网大教育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大”）发布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中社会声誉指标的得分来衡量高校的毕业生培养质量[25]。但考虑到网大的“中国大学排行榜”自2013年后已停止更新，因此本研究采用由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中的毕业生质量得分（以下简称“”）予以代替。如表1所示。
【表1内：1.变量字母为斜体，其后序号为正体下标。2.“%”不是单位符号】
表1  科研育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指标解释

	投入（I）
	将科研带入教学
	教授授课比（I1）
	为本科生授课的教授数占总教授数的比例

	
	
	师生比（I2）
	专任教师数与在读本科生数的比例

	
	将学生带入科研
	实践环节学分占比（I3）
	实践环节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I4）
	学生人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万元

	
	
	生均实验经费（I5）
	学生人均本科实验经费/元

	产出（O）
	培养质量
	毕业生质量（O1）
	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中的得分/分

	
	创新能力
	本科毕业生创业人数（O2）
	本科毕业生创业人数/人

	
	科研志趣
	本科毕业生深造率（O3）
	本科毕业生国内外深造率


2.3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共收集得到2014－2018年间68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面板数据，以此为样本展开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其中，科研育人投入数据均来自各高校的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本科毕业生深造率、创业人数来自各高校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毕业生质量得分来自历年的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

理论上而言，DEA方法中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必须可以线性相加，直接使用比例数据容易形成错误的生产可能集，产生不合逻辑的分析结果[26]。但由于研究数据中，许多原始数据都以比例的形式公布，例如实践环节学分占比、教授授课比等，造成了DEA在使用上的局限性。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可以将比例指标乘以反映DMU规模的客观指标，使分析结果能随着DMU的规模成比例地变化[27]。因此，选取本科在校生总数作为衡量高校规模的客观指标，在使用DEA方法对科研育人效率进行测算之前，先将所有比例指标都乘以该校的本科在校生总数，使比例指标能与其他投入-产出指标相互兼容。

3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育人效率分析
首先对样本高校科研育人的投入-产出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对比例指标进行数据处理，最后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量，分析结果如下。
3.1  投入与产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科研育人投入-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从纵向看，科研育人的投入与产出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就投入指标而言，在2014－2018的5年内，实践教学学分占比、教授授课比、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与生均实验经费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其中生均实验经费涨幅最高，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00%；仅师生比出现了负增长，说明近5年来学生的增速超过了专任师资的增长速度。就产出指标而言，升学率、创业人数与毕业生质量都有所提升，其中升学率的涨幅最为显著，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06%。

其二，从横向对比，科研育人的财、物投入与创新能力产出存在较大的校际差异。就投入指标而言，实践教学学分占比、教授授课比、生师比的标准差较小，表明这几项指标的校际差异较小；而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与生均实验经费等财、物投入指标的标准差较大，接近甚至超过平均值，特别是生均实验经费的标准差在2017年以前都要远大于平均值，表明这几项投入在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较大。就产出指标而言，升学率以及毕业生质量的标准差都比较小，这几项产出的校际差异不大；而历年本科生创业人数的标准差都远大于平均值，表明不同学校在创新能力的培养产出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表2内：1.变量字母为斜体，其后序号为正体下标。2.同类指标数值统一保留小数点后的小数位数】
表2  样本高校科研育人投入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年份
	项目
	I1
	I2
	I3
	I4
	I5
	O1
	O2
	O3

	2014
	最大值
	36.72
	15.74
	35
	26.48
	4 633.33
	302
	100
	81.6

	
	最小值
	8.00
	4.41
	4
	0.48
	45.6
	0
	59
	11.7

	
	平均值
	22.18
	6.89
	21.83
	3.12
	775.60
	12.66
	63.75
	36.99

	
	标准差
	7.58
	1.51
	6.51
	3.69
	847.80
	44.65
	7.15
	15.57

	2015
	最大值
	41.83
	10.21
	40
	11.95
	5 666.67
	356
	100
	81.3

	
	最小值
	7.47
	4.42
	5.85
	0.64
	43.96
	0
	60.08
	9.55

	
	平均值
	21.48
	6.77
	22.29
	3.08
	778.86
	23.37
	64.38
	38.59

	
	标准差
	8.18
	1.09
	6.46
	2.22
	910.20
	53.29
	7.10
	16.28

	2016
	最大值
	44.7
	10.35
	40
	11.9
	7 000
	298
	100
	81.6

	
	最小值
	7.61
	4.7
	5.85
	0.66
	29.1
	0
	59
	8.7

	
	平均值
	21.75
	6.79
	22.64
	3.36
	879.71
	26.34
	64.62
	39.94

	
	标准差
	8.65
	1.18
	6.65
	2.22
	1 059.58
	56.36
	7.30
	16.13

	2017
	最大值
	44.68
	10.35
	40
	13
	4 284.73
	332
	100
	75.16

	
	最小值
	7.83
	4.8
	5.85
	0.74
	28.69
	0
	59
	13.94

	
	平均值
	22.84
	6.68
	22.58
	3.72
	941.74
	22.38
	64.52
	41.20

	
	标准差
	8.35
	1.14
	6.15
	2.58
	870.89
	48.74
	7.60
	15.48

	2018
	最大值
	56.73
	11.55
	40
	11.9
	5 689.94
	190
	100
	78.3

	
	最小值
	8.61
	4.82
	9.99
	0.14
	40
	0
	59
	12.7

	
	平均值
	23.04
	6.66
	23.27
	3.64
	989.75
	12.84
	64.78
	43.00

	
	标准差
	9.88
	1.22
	5.58
	2.32
	841.59
	25.22
	7.60
	15.21

	2014－2018
	年均增长率
	0.76
	−0.68
	1.29
	3.13
	5.00
	0.28
	0.32
	3.06


3.2  科研育人效率分析：内涵式还是外延式？
外延式发展以数量增长、规模扩大为表征，内涵式发展则以此为基础实现结构优化、体制创新的转型升级[28]。借助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样本高校科研育人的全要素生产率展开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发现科研育人生产率呈先减后增趋势，并存在创新效应薄弱、规模无效等现象，意即尽管科教投入的规模逐年增长，但科研育人的结构尚未优化、体制缺乏创新，总体上表现出外延式的融合特征。
表3  样本高校科研育人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年份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2014－2015
	0.981
（0.229）
	1.078
（0.147）
	1.015
（0.209）
	0.966
（0.081）
	1.057
（0.271）

	2015－2016
	0.960
（0.132）
	1.038
（0.079）
	0.978
（0.116）
	0.982
（0.070）
	0.997

（0.144）

	2016－2017
	1.086
（0.232）
	0.891
（0.084）
	1.033
（0.201）
	1.051
（0.122）
	0.967
（0.199）

	2017－2018
	0.939
（0.184）
	1.070
（0.246）
	0.962
（0.175）
	0.977
（0.083）
	1.005

（0.290）

	2014－2018
	0.990

（0.056）
	1.016
（0.078）
	0.997
（0.056）
	0.993
（0.028）
	1.006
（0.094）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具体而言：
（1）科研育人生产率呈先减后增趋势。如图1所示，科研育人生产率经历了先减后增两阶段的变化：在2014－2017年间，科研育人生产率呈衰减态势，尽管在2014－2015年正向增长了5.7%，但在接下来的两年内相比2014年下降了9%，2015－2016年的生产率下降至−0.3%，2016－2017年又下降至−3.3%；在2017－2018年间，科研育人生产率出现了小幅度的回升，增长率为0.5%。
【图1:1.纵坐标标目改为“人均生产率”，坐标轴上的百分比数值补充“%”形成完整的百分数。2.横坐标轴上的“平均”删，其对应的线段删。3.线段旁各百分比数值补充“%”形成完整的百分数，且注意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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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样本高校科研育人平均生产率变动趋势
（2） 高校科研育人中存在一定的创新效应与追赶效应，但创新效应薄弱。效率的提升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效应，如果技术效率的变化因子大于技术进步，表明科研育人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对现有生产技术的更充分利用，称之为“追赶效应”；二是创新效应。如果技术进步的变化因子高于技术效率，则表明生产前沿外移，反映了科研育人效率提升主要来自于对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称之为“创新效应”[29]。如图2所示，总体而言，在2014－2018年间，高校科研育人的技术进步（1.016）要高于技术效率（0.990），表明高校在科研育人创新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技术进步增长率仅为1.6%，与技术效率相差不大，说明创新效应较为薄弱。具体而言，在2014－2016年间，科研育人的技术进步年增长率分别为7.8%、3.8%，创新效应已逐渐呈现颓势；在2016－2017年间，技术进步出现了负增长，技术效率增长8.6%，追赶效应显著；2017－2018年间，创新效应又再次浮现，技术进步增长1.07%。【同类指标数值统一保留小数点后的小数位数】
【图2:1.纵坐标标目改为“比率”，坐标轴上的百分比数值补充“%”形成完整的百分数。2.横坐标轴上的“平均”删，其对应的线段删。3.线段旁各百分比数值补充“%”形成完整的百分数，且注意统一保留小数点后的小数位数，并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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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样本高校科研育人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变动趋势
（3）规模效率对高校科研育人生产率的贡献低，呈现出规模无效的状态。如图3所示，2014－2018年间科研育人的规模效率平均下降了0.7%，表明高校对科研育人的要素投入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并且要素投入所能带来的产出效率也处于不断恶化的过程。逐年分解来看，除2016－2017年间出现过短暂的规模效率提升，在其他年度的规模效率都处于下降的状态；不仅如此，规模效率的缩减并不只是少数学校的片面现象，从标准差中可以看到，规模效率的标准差（0.028）较小，意味着不同高校在规模效率上的差距并不大。可见规模无效是大多数样本高校的通病，规模效率不高成为阻碍样本高校科研育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因素。
【图3:1.纵坐标标目改为“规模效率”，坐标轴上的百分比数值补充“%”形成完整的百分数。2.横坐标轴上的“平均”删，其对应的线段删。3.线段旁各百分比数值补充“%”形成完整的百分数，且注意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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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样本高校科研育人的规模效率变动趋势
3.3  科研育人效率的动态演进

采用核密度估计法进一步研究样本高校科研育人效率的峰值及偏斜变化，分析其动态演变特征。应用Stata16软件对高校科研育人生产率进行Kernel估计，截取2015－201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绘制Kernel密度曲线，如图4所示。首先，就水平位置而言，核密度分布曲线在2014－2017年间有向左微移的趋势，在2017－2018年又微向右移，这与上一节中的效率分析情况相符，表明科研育人生产率水平先减后增。其次，从垂直位置可以看出，2015－2016年、2017－2018年的主峰峰值升高明显，出现收敛特征，说明这几年间各样本高校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显著缩小；2016－2017年曲线高度降低，表明校际差异变大，且存在明显发散趋势。

【图4:线段示例中正确使用一字线“－”。图中字级最大为宋体小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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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样本高校科研育人生产率的核密度估计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年前后，高校科研育人效率出现了较大波动。纵向而言，科研育人全要素生产率在连年下降后出现回升，创新效应短暂消失，然而规模效率却在2016－2017年间出现了“回光返照”，随后又开始恶化；横向而言，2017年前科研育人生产率呈现收敛趋势，在2017年收敛趋势被打破后，于2018年再次收敛。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正是在2017年国家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开启了“双一流”建设。2017年前，为了能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弱势高校大规模地投入科教资源追赶强势高校，甚至“把在不同学院、不同组织中的材料凑起来，组成一个学科建设方案” [30]，短期内提升了科研育人的规模效率，且在2015－2016年呈现明显收敛趋势；2017年，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启动，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的高校获得了巨大投入，再次拉开了与其他未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高校的差距，导致核密度曲线在该年出现发散特征；2017年后，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推进，客观上提升了高校的办学水平与科研育人能力，促进了生产前沿面的外移，创新效应失而复现，各高校再次努力追赶前沿高校，使生产率再次收敛，但管理的天平又逐渐向科研一端倾斜，对人才培养机制的关注不足，最终造成科研育人的规模不经济。
3.4  科研育人效率的分类探讨
对样本高校科研育人效率进行分类探讨，可以较为直观地体现出地区与高校类型对科研育人效率的潜在影响。如图5所示【图设计不合理，重新设计表达】，具体而言：

（1）分地区看，西部与东北的高校科研育人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四大经济区域划分方法，样本高校中属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分别有39所、10所、10所和9所，就科研育人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在2014－2018年间，有70%的西部高校处于衰退状态，东北部高校则有55.56%，东部高校有46.15%，而中部高校仅有10%处于下降阶段，可见西部与东北高校的科研育人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中部高校的衰退率最低，这一观测结果与张晓秋等[3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发现我国中部高校的人才培养效率要高于东西部高校，这表明10年来区域对科研育人与人才培养的影响并未有大的改变。由于中部高校业务活动（教学和科研）的绝对规模和复杂程度显著低于其他地区高校，管理成本相对较低，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更易于整合校内的科教资源，实现高效率的科研育人。

（2）分类型而言，专业类高校仍有进步空间。依据教育部对高校类型的划分，本研究将样本高校中除了综合类和理工类高校之外的高校都归为专业类高校，得到综合类院校28所、理工类20所、专业类20所。在2014－2018年间，处于衰退状态的理工类高校为35%、综合类高校为46.43%，而专业类高校为60%，可见不同类型高校的科研育人效率相差不大，但专业类高校仍有进步空间。这是因为，师范、财经、政法等专业类高校在学科布局与专业设置上不如综合类与理工类高校多样，在科研资源与科研实力上也稍显逊色，不利于宽口径、跨学科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当然，学科综合化也是一种“美丽的负担”，由其带来的较高运行成本使得综合类与理工类高校的整体运行效率并未与专业类高校拉开较大距离[32]。
【图5设计不合理，堆凑一起的内容的逻辑关系不清。一个坐标轴上只应有同一类的标目。其他规范性问题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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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4－2018年间高校平均生产率变动情况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构建了高校科研育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借助DEA-Malmquist指数对2014－2018年间我国68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育人的全要素生产率展开了测量，获得如下发现：首先，就投入产出指标而言，尽管高校的科研育人投入与产出呈增长趋势，但校际差距较大，特别是在财、物投入与创新能力产出上存在较大的校际差异；其次，就科研育人的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存在创新薄弱、规模无效等外延式表征；再次，根据核密度估计显示，2015－2016年、2017－2018年间高校追赶形成了收敛趋势；最后，分地区而言西部与东北地区高校的科研育人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分类型而言不同类型高校差距不大、专业类高校仍有进步空间。

2019年10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再次指出要推动科研反哺教学。强化科教融合能力，进一步提升高校科研育人效率，已是我国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任务。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一是要实现高校科研育人从外延式向内涵式的转变。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中可以看到，样本高校长期处于规模无效的状态，规模效率低成为制约高校科研育人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一味地增加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生均实验经费等要素投入所能带来的作用有限。因此，一方面，高校应创新科教资源的利用方式，提升实验经费与科研设备的使用质量，对长期闲置、利用率低的科教资源进行重新调配；另一方面，应注重科研育人体制机制的创新，突破学校的物理边界，与科研院所、企业等社会优势科研机构合作互动，联合开展科研育人项目，为科研育人的实践提供新的土壤，进一步打破学科边界，整合校内优势科研资源，设立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学科多元的科研项目，鼓励和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其中。

二是要营造科研育人的良好环境。“重科研、轻教学”的思维与体制根深蒂固，人为地割裂了科研与教学，造成了科教之间的关系失衡，而制度硬件的滞后使科教资源的投入难以发挥实效。为此，高校应加强顶层设计，为科研育人营造良好环境。首先，要构建和完善科研与育人相结合的绩效评价体制，在鼓励教师创新能力提升的同时，加大人才培养在教师绩效评价、职称评审中所占比重；其次，要丰富相应的绩效激励措施，为在学生培养与科研育人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提供教学奖励；最后，要建立教学技能培训体系，聘请教育学专家、教学名师或知名教授传授科研育人的技能与手段，为教师提供教学咨询、指导与培训，全方位提升教师的科研育人能力。

三是要因校制宜，实现科研育人的内源式发展。内源式发展是指，高校要尊重自身的价值与制度，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盲目照搬其他高校的模式。正如本研究分析发现，不同类型高校对科研育人效率的影响不大。麻省理工学院在“小而精”的办学规模中依然屹立于大学之林，我国高校亦能如此。在科研育人中，不同高校要因校制宜，展开错位竞争，实现内源式发展：中西部等经济落后地区高校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状况，切实培养能服务于地方的创新型人才；专业类高校要进一步突出办学特色，面向产业发展实际，凝聚资源打造富有专业特色的一流学科，培育具有优势专业能力的创新人才；综合类与理工类高校要深入探索发挥综合优势的路径，克服体量巨大所带来的管理困境，利用学科齐全的有利条件开展科研型、探究式的通识教育，培养具有多元学科认知的博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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